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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 2004—2012 年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以 SO2 排放为例，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探讨

资源枯竭型城市扶助政策对工业企业污染减排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整体而言，资源枯竭型城市扶助政

策通过推动企业强化源头防治与末端治理，特别是提升废气治理设施处理能力，能够显著降低 SO2排

放量。该结果得到平行趋势检验，以及一系列安慰剂检验、稳健性检验的支持。尽管该政策未能使企

业转变能源使用结构，但也没有以牺牲经济的方式迫使企业减产。进一步分析发现，该政策对不同产

业链位置的企业影响各异，下游企业减排效果更显著，为城市厚植了产业升级的绿色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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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源型城市
①
长期依赖对自然资源的开采与利用，虽然在发展初期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但这种

发展模式却是以生态环境受损为代价的，缺乏可持续性。特别是在资源逐渐耗尽的背景下，单一产业

结构的短板凸显，发展动力不足、社会结构失衡等问题接踵而至，导致其陷入“资源诅咒”困境[1]。

为破解“资源诅咒”问题，资源枯竭型城市急需合理的支持政策，扭转过度依赖自然资源的传统模式，

通过优化产业结构、推动技术创新、加强环境保护、促进经济多元化发展等措施，从而建立一个以绿

色、低碳为核心特征的现代产业体系。2024 年 8 月 11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快经济社

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指出持续加大对资源型地区绿色转型的支持力度，彰显出支持政策在

推动资源枯竭型城市绿色转型中的重要性。理论上，扶助政策能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技术扶持

等手段，鼓励工业企业减少污染物排放量、优化生产流程、促进技术革新发展，进而实现绿色转型[2]。

工业企业是城市经济的核心支柱与能源消耗、污染排放的主要源头，其减排成效直接关系到城市环境

质量能否得到提高和绿色转型的成败。那么在实践层面，资源枯竭型城市扶助政策能否推动工业企业

进行污染减排呢？ 

    研究扶助政策能否有效推动工业企业污染减排，不仅关系到资源枯竭型城市自身的绿色转型，还

牵动着美丽中国战略目标的实现。作为生态环境治理的重点和难点区域，削减资源枯竭型城市的污染

排放将直接贡献于提升全国环境质量。如图 1 所示，资源枯竭型城市的人均二氧化硫(SO2)排放量远高

于非资源枯竭型城市。根据 2020 年《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在全国 168 个被监测的城市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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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个资源型城市或其所在的地级市被

列入了空气质量最差的 20个城市名单。

冯相昭等学者[3]分析中国 126 个资源型

城市的 CO2 排放特征后发现，在 2030

年正常碳达峰的情景下，这 126 个资源

型城市将排放 72.65 亿吨的 CO2，约占

当年全国 CO2排放总量的 60%。因此，

政策引导和扶持这些城市减排，不仅能

够减少污染物排放，促进绿色技术发

展，还能有力支撑美丽中国建设。 

    本文整合 2004—2012 年中国工业

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

数据库的信息，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

(Difference-in-difference model, DID)，

考察资源枯竭型城市扶助政策对工业企业污染减排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依据企业所处的产业链位置

捕捉该政策对工业企业污染减排的异质性效果。与现有研究相比，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主要包含以下

两个方面：一是从微观层面精准识别资源枯竭型城市扶助政策对工业企业污染减排的影响，全面评估

资源枯竭型城市扶助政策的环境效益；二是深入剖析处于产业链不同位置的企业在政策影响下的异质

性表现，为优化资源枯竭型城市扶助政策的制度精细化提供理论支撑。 

 

一、文献综述与理论假说 
 

    (一) 文献综述 

    资源枯竭型城市能否成功转型，不仅关乎区域经济的长远发展，还直接影响着工业企业的污染控

制能力及其环境表现。然而，转型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是制约转型成功的两大障

碍。从现有文献的结论来看，一些资源丰富的地区成功实现了转型，如英国泰恩河畔的纽卡斯尔[4]、

比利时的卢森堡和美国的旧金山[5−6]。这些地区通过多元化经济、技术创新、教育和培训体系的完善

以及环境友好型产业的发展，成功实现了从资源依赖型经济向多元化经济的转型。北九州曾经是日本

的煤炭与钢铁生产中心，但随着产业的衰退，城市面临严重的社会问题。通过实施一系列社会保障和

民生改善措施，北九州成功缓解了社会矛盾并提高了居民的生活质量[7]。加拿大在资源型城市转型过

程中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工作。政府通过实施绿色发展战略，推动资源型产业向低碳、环保方向转型。

同时，政府还加强了对环境的监管和执法力度，确保企业遵守环保法规和标准[8]。然而，也有许多城

市在转型过程中遭遇了失败，如法国的梅茨、南希以及德国的萨尔等地区的转型尝试未能成功，部分

原因是缺乏明确的转型战略、政策执行不力、社会支持不足以及未能有效应对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8]。

不同国家在资源枯竭型城市或资源型城市转型方面的政策效果因其国情和政策实施力度等因素而异。

但总体来说，通过政府引导、市场机制、财政支持、产业升级、环境保护和社会保障等多方面的努力，

这些国家都取得了一定的转型成果。 

    那么，中国的扶助政策能否推动资源枯竭型城市顺利实现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呢？近年来，

无论是在实践层面的探索，还是在理论框架的搭建上，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转型研究均取得了显著进展。

大部分学者均以各个城市为研究对象，一方面研究资源枯竭型城市在转型过程中遇到的困境，如经

济增长乏力[9−12]、产业过于单一[13]、生态环境被严重破坏[14−15]等；另一方面研究着重关注如何破解“资

 

图 1  资源枯竭型城市和非资源枯竭型城市的污染排放对比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中国区域统计年鉴》和《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先加总中国工业企业

污染排放数据库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匹配数据，得到各类地区的 SO2

排放量，再除以各地区人口数量得到人均 SO2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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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诅咒”这一世界性难题，并做出了许多有益的探讨，如构建绿色创新体系[16]、发挥财政政策作用[17−18]、

城市产业转型[19]。越来越多的文献开始关注资源枯竭型城市扶助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17]，从宏观角

度深入分析了资源枯竭型城市扶助政策对城市的制造业升级、长效机制和区域协调发展的作用。不同

于这些研究，本文聚焦的是资源枯竭型城市扶助政策对于工业企业污染减排的影响，其研究必要性主

要有三方面：其一，有助于总结成功经验与模式，为中国经济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实践案例。

如何达成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和谐平衡是中国当下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资源枯竭型城市的绿

色发展对统筹中国经济与环境绩效具有现实意义。其二，揭示在资源约束条件下，如何通过政策干预

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环境绩效提升，为可持续发展理论提供实证支持。目前的研究主要采用省级数据

或者城市层面数据，本研究则通过聚焦工业企业这一关键经济单元，以丰富可持续发展理论在工业企

业和特定产业层面的应用。其三，揭示资源枯竭型城市绿色转型的内在规律和动力机制，为实现区域

经济的均衡和协调发展提供新的路径。本研究通过实证分析，评估了资源枯竭型城市扶助政策对工业

企业污染减排的实际效果，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科学依据和参考。 

    (二) 理论假说 

    1. 扶助政策对工业企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分析 

    扶助政策促进工业企业的绿色发展主要是通过资源再配置实现的。从本质上来讲，资源枯竭型城

市扶助政策属于国家的产业政策，旨在引导资源枯竭型城市从传统的高增长、高污染、高排放的发展

模式转向注重长远效益的高质量发展模式，加速产业结构向高级化转型，并促进地区间产业结构的均

衡布局，以此保障国民经济的稳健与可持续增长[20]。国家自 2008 年开始先后分 3 批为 69 个资源枯竭

型城市提供了专项转移支付和财政资金支持，且中央政府并没有对资金的支出方向做出具体的规定，

因此不同城市的各个产业之间会存在资源的再配置，行业内部的企业也会受到这种资源再配置效应的

影响。如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各资源枯竭型城市可以通过资金补贴和税收优惠等措施，向将要重点扶

持的产业内的企业投入比其他企业更多的资源和生产要素。资金补贴能够直接减轻企业在绿色技术研

发、设备升级和污染治理等方面的初期投资压力，使其可以更容易地启动绿色项目。而税收优惠，如

环保设备加速折旧、绿色产品增值税减免等，则能够长期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鼓励其持续投入绿色

生产。 

    另外，政府提供的研发补助不仅可以直接支持企业的绿色技术研发，还能通过信号效应吸引更多

的社会资本投入[21−22]。这种“杠杆效应”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技术创新实力与市场竞争力，驱动其向

绿色、低碳、高效的生产模式转型，并且采取多元化策略，如启动产业发展项目、创立高附加值产业

园区以培育接续替代产业，构建涵盖资源开发补偿、衰退产业援助及资源性产品价格合理化的综合扶

持体系。这些举措有助于提升企业的经营绩效和利润率，激发工业企业的产出调整、参与研发活动和

绿色发展的积极性与活力。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 1。 

    假说 1：扶助政策有助于推动工业企业污染减排。 

    2. 资源枯竭型城市工业企业污染减排的机制分析 

资源枯竭型城市往往高度依赖对特定资源的开采与加工，其工业企业的能源使用结构往往单一且

偏向高污染、高能耗的传统能源(如煤炭、石油)。推动企业减排的首要措施是优化能源使用结构。具

体来说，扶助政策可以通过对采用清洁能源(如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或高效节能技术的企业提供

财政补贴和税收减免，降低其转型成本，激励企业主动调整能源结构[9]。此外，政府或联合社会资本

可以设立绿色转型专项基金，支持企业进行能源系统改造和清洁能源项目建设，促进能源多元化和清

洁化[23]。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 2。 

    假说 2：资源枯竭型城市的工业企业通过转变能源使用结构减少工业污染物的排放。 

    资源枯竭型城市的企业可能是通过被迫“减产”实现了工业污染物的减排。长期粗放的开采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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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先污染，后治理”的增长模式使得资源型城市遭遇资源日渐枯竭的困境。在此背景下，矿产资源

开发和冶选加工等传统行业的企业生产变得更加困难，并很有可能面临倒闭的结局。而企业的污染物

排放与其工业产值有着直接关系，产出下降意味着能源投入也将降低，进而直接导致 SO2等污染物排

放减少的必然结果。但是，地方绿色转型并不意味着“粗暴式”地关闭传统企业，这不仅不利于地方

经济的长效发展，而且会带来失业率升高、居民收入下降、劳动力人口大量流出等社会问题。基于此，

本文提出假说 3。 

    假说 3：资源枯竭型城市的工业企业并不通过减产的方式减少工业污染物的排放。 

    面对现实困境和转型难题，企业除了减产之外，更理想的方法是通过引进先进适用的技术、工艺

和设备治理污染，从而提高污染去除率、降低污染排放率。根据现有文献，工业部门广泛采用前沿的

节能环保技术是“十一五”时期中国工业能源效率显著提升及污染物排放减少的关键驱动力[24]。在此

过程中，资金的可及性成为技术革新的重要催化剂。中央与地方政府设立的财力转移支付机制有效引

导资金流向绿色产业与环保型生产方式，从而减轻了企业在转型过程中可能遭遇的资金负担。政府可

以增加对绿色技术研发及其应用的扶助力度，如设立研发专项、提供技术咨询服务、搭建产学研合作

平台等，加速环保技术的商业化进程，提升企业的技术水平和市场竞争力。同时，可以建立和完善绿

色产品、绿色制造认证体系等，通过市场机制推动企业不断提升产品和服务的绿色化水平，形成技术

进步的良性循环。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 4。 

    假说 4：资源枯竭型城市的工业企业通过技术效率的提升减少工业污染物的排放。 

 

二、政策背景 
 

    为破解“资源诅咒”难题，中国政府采取了诸多扶助政策，旨在促进资源枯竭型城市解决生态环

境问题、减少污染排放、实现可持续发展，相关政策的演进过程见表 1，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01 年 12 月，国务院决定启动阜新经济转型试点项目，选定阜新作为全国首个资源枯竭

型城市转型示范点。2006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草案）》作为“十一五”规划的一部

分，明确指出，要在资源开采、生产消耗、废弃物生成及消费使用等各个阶段，逐步构建全面的资源

循环利用机制。第二阶段，2007 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促进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

并在 2008、2009 和 2011 年分三批确定了 69 个资源枯竭型城市，这一政策在推动资源枯竭型城市进

行绿色转型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第三阶段，2013 年国务院出台《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

(2013—2020 年)》，这标志着资源枯竭型城市进入了转型发展的新阶段。随后，2021 年 11 月，国家

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和自然资源部三部门联合印发了《推进资源型地区高质量发展“十四五”实施方

案》(发改振兴〔2021〕1559 号)，要求坚持开发和保护相互促进，着力推进资源型地区绿色发展、循

环发展、低碳发展，切实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由此可见，中国政府不断为资源枯竭型城市的绿色转型

提供着有力的支撑，把可持续发展融入治国理政的全过程。 

    本文之所以选取国务院在 2008、2009 和 2011 年公布的资源枯竭型城市作为准自然实验的考察对

象是因为在此之前，尽管官方文件有提到“资源枯竭型城市”这一概念，但对于哪些城市被具体归类

为资源枯竭型城市，以及这些城市需满足哪些具体特征，均没有给出明确和详细的规定。而且，县作

为独立的行政区划，其经济、社会和生态状况相对独立，政策执行相对明确，有助于减少政策效果的

混淆。基于上述情况，当某个县级行政区被列入资源枯竭型城市名单后，该城市即被视为实验组，用

于直接观察和分析资源枯竭型城市扶助政策的具体影响。与此同时，那些未被列入名单的其他县级行

政区则作为控制组，它们的情况将作为参照，以更准确地评估实验组在政策实施后的经济、社会和生

态等方面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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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的相关政策 

时间 政策名称 主要内容 

2001 年 
《听取辽宁阜新资源枯竭型城市经

济转型等有关情况汇报的会议纪要》

将阜新作为全国第一个资源枯竭城市的转型试点，强调生

态环境保护和水资源可持续利用 

2004 年 
《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工作

要点》 

建立全社会资源循环利用体系，转变重点从事后治理到事

前保护，推动绿色转型 

2006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 

在资源开采、生产消耗、废物产生、消费等环节建立资源

循环利用体系，实现生态保护和建设的事前保护 

2007 年 
《关于促进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

的若干意见》 

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强化城市功能，明确企业的责任，

推广清洁生产技术，发展循环经济，促进绿色转型 

2008 年 
《关于印发首批资源枯竭城市名单

的通知》 

将伊春市、辽源市等 12 个城市(地区)列入资源枯竭型城市

名单 

2009 年 
《关于印发第二批资源枯竭城市名

单的通知》 

将枣庄市和黄石市等 32 个城市(地区)列入为资源枯竭型

城市名单 

2011 年 
《第三批资源枯竭城市及参照执行

政策县(市、区、旗)名单》 

将鹤岗市和双鸭山市等 25 个城市(地区)列入为资源枯竭

型城市名单 

2013 年 
《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

(2013—2020 年)》 

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推进绿色、循

环、低碳发展，为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撑 

2021 年 
《推进资源型地区高质量发展“十四

五”实施方案》 

到 2025 年，资源型地区资源能源安全保障能力大幅提升；

经济发展潜力充分发挥，创新引领、加快转型、多元支撑

的现代产业体系基本建立 

 

三、研究设计和数据获取 
 

    (一) 模型设定 

    本文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法进行研究，实证模型如下： 

2 0 1lnSO pcjit ct l pcjit m c c i jt pcjitDID Van X T                           (1) 

    其中，p 表示省份，c 表示区县，j 表示行业，i 表示企业，t 表示年份。ln SO2pcjit为因变量，表示

p 省 c 区县 j 行业的 i 企业在 t 年的 SO2排放量，以企业 SO2 排放总量加 1 的对数作为衡量指标。DIDct

是本文的核心自变量，表示 c 区县在 t 期是否受到政策影响。DIDct为虚拟变量，受到扶助政策影响的

资源枯竭型城市对应的虚拟变量赋值为 1；而未受到扶助政策支持的城市对应的虚拟变量赋值为 0。

具体来说，若 c 区县在 t 期内受到政策影响则为处理组，赋值为 1；反之则为控制组，赋值为 0。 

    为缓解内生性问题，本文在模型(1)中加入了事前可能影响被选择为资源枯竭型城市的前定变量

Xc 与时间趋势 T 的交互项 Xc×T，以消除处理前个体间因特征差异导致的时间趋势影响。据《关于促

进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及新闻报道，资源枯竭型城市特点显现为：经济结构不平衡、

失业与贫困问题突出、新兴产业动力不足、生态环境受损严重以及社会稳定维护压力大。为了避免政

策冲击之后的事后变量受到政策干预的影响而产生样本选择偏差，本文将政策发生时点前一年，即

2007 年的区县人均工资、产业结构、财政赤字率和就业率作为前定变量 Xc。其中，产业结构以第三

产业在当地生产总值中的占比表示，财政赤字率的计算方式为：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之差除以地区生

产总值再乘以 100%，人均工资的计算结合了城镇在岗职工的平均薪资与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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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各自对应的就业人数进行加权平均处理。 

    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将汇报聚类到企业、区县和年份交互的双向聚类稳健标准误，以保证基准回

归结果的稳健性。 

    (二)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使用 2004—2012 年中国县域层面的数据，涵盖了全国所有的县级行政区。在研究样本中，

由在 2008、2009 和 2011 年中至少一年被列入资源枯竭型城市名单的县级行政区组成实验组。与此相

应，那些在上述年份中均未被列入名单的县级行政区则被划分为控制组。之所以将研究样本的期间限

定为 2004—2012 年，主要是因为本文只讨论前三批资源枯竭型城市所受到的政策效应。 

    在区县宏观数据方面，从国务院颁布的三批资源枯竭型城市名单来看，其中的行政区划单位既包

括地级市，也有县级市、市辖区和地区。一方面，区县是这三批名单中最小的行政单位，另一方面，

区县政府是中国环境政策的最终执行者和管理者，因此本文将研究的行政单位精确到区县。根据相关

政府工作报告文件，当地级市被列入名单后，其下辖的所有区、县都会获得转移支付资金，并落实各

地制定的具体转型规划
②
。鉴于窗口期内行政区划情况变化频繁，本文参考孙天阳等的方法[18]，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GB/T 2260—2007)统一了各个年份的行政区划代码。区县数据来自

《中国区域统计年鉴》和《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对于少量缺失或异常数据，则根据各地区的统计公

报进行合理的补充，各经济指标以 2003 年为基期进行平减。 

    在企业微观数据方面，参照 Brandt 和聂辉华等[25−26]的处理方法，根据企业身份信息(法人代码、

公司名称、所在地行政代码等字段)所形成的唯一识别码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污染

排放数据库进行匹配
③
，并整合为面板数据。同时，本文对企业层面的连续变量进行左右各 1%分位水

平的缩尾处理(WinSOrization)来缓解极端值对回归结果的影响。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1)企业年

龄( ln pcjitage )，采用企业当年所处自然年份减去企业开业年份，加 1 取对数计入方程；(2)企业年龄平

方( 2ln pcjitage )，对企业年龄取平方，并计入方程。表 2 是本文对主要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后的结果。 
 

表 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企业层面微观数据 

企业 SO2排放量(吨) 195 989 97.31 1 008 0 111 496 

企业 SO2产生量(吨) 195 989 153.0 1 828 0 410 568 

企业总产值(万元) 172 068 28.04 143.5 0 15 232 

企业年龄(年) 195 989 11.86 10.78 1 63 

区县层面宏观数据 

财政收入(亿元) 1 892 10.38 17.61 0.046 191.1 

财政支出(亿元) 1 892 11.67 11.70 0.051 78.70 

就业率 1 892 0.526 0.112 0.208 0.990 

人均工资(千元) 1 892 1.222 1.901 0.012 22.42 

国有企业数量(个) 1 892 1 423 17.67 0 172 

地区生产总值(万元) 1 892 1 577 1 891 0.001 11 906 

注：数据根据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及各省份统计年鉴

整理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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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证分析 
 

    (一) 基准回归 

    基于基准回归模型(1)式，本文首先检验了资源枯竭型城市扶助政策对工业企业污染物排放的平均

效应，结果见表 3。其中，列(1)到列(4)的所有回归都控制了区县固定效应和企业固定效应，列(2)、列

(3)和列(4)在列(1)的基础上逐步增加了企业层面控制变量、前定变量和四位数行业与年份交互固定效

应。从各列的回归结果可以得出，资源枯竭型城市扶助政策对工业企业 SO2的排放量具有负向影响。 

    相较于列(1)而言，在列(2)中加入企业的层面控制变量后，其回归系数明显减小。从统计意义上

来说，这与列(2)的模型复杂度提高、多重共线性问题减少和自由度提高以及变量选择偏差有关。在经

济意义上则反映出不同的企业之间存在异质性。与列(3)的回归系数相比，列(4)的回归结果相差较大

是因为，在列(3)的基础上加入了四位数行业与年份的交互固定效应，能够捕捉不同行业在不同年份中

的独特变化。由第(4)列的结果可知，在样本窗口期内，资源枯竭型城市工业企业的平均 SO2 排放量会

显著降低 33.6% ([exp(−0.336)−1]×100%)。这说明实施资源枯竭型城市扶助政策后，城市工业企业的

SO2排放量显著下降，即资源枯竭型城市扶助政策通过减少污染排放能够推动工业企业的绿色发展。 
 

表 3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DID −3.413*** −1.186*** −1.138*** −0.336** 

 (0.386) (0.352) (0.347) (0.142) 

企业层面控制变量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前定变量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区县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四位数行业-年份交互固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95 989 195 989 195 989 195 989 

调整 R2值 0.823 0.822 0.823 0.823 

注：括号内的值为聚类到企业、区县与年份交互的双向稳健标准误，*、**及***分别表示 10%、5%及 1%的显著性水平，表 4、表 5、

表 7 和表 8 同。 

 

    (二) 政策效应的事件分析 

    为了检验基准回归模型(1)是否满足倍差法最基本的前提假设——平行趋势，同时为了识别资源枯

竭型城市扶助政策的动态时间效应，本文参考余林徽等[17]的方法，构建如下回归模型： 

3

2 0 1
5, 1

lnSO pcjit ct k i k l pcjit m c c i jt pcjit
k k

DID Treat I Van X 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其中，I 为虚拟变量，当 k 值位于−5 至−1 或 0 至 3 之间时，若年份 t 与入选资源枯竭型城市的年

份之差为 k，则 I 赋值为 1，否则取 0；对于超出此范围的 k 值，则分别归并至 k=3 和 k=−5 处理，以

k=−1 作为基准组。其余变量的解释均与式(1)保持一致。本文利用模型(2)得出的回归系数及其 95%置信

区间，绘制了事件分析图，该置信区间的计算基于企业、区县与年份交互的双向聚类稳健标准误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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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图 2 可知，在政策实施前，资源枯竭型城市扶

助政策对工业企业 SO2 排放量的影响不显著；而在政

策实施后，其回归系数呈现出近似线性下降的趋势，

即基准回归模型满足平行趋势假设。 

    (三) 安慰剂检验 

    基准回归结果与事件分析法均显示资源枯竭型

城市扶助政策有助于降低当地工业企业SO2的排放量。

为提高本文基准回归结论的可信度，确保政策效果不

是源于其他不可观测的因素，本文进一步采取前置政

策发生时间及随机生成处理组的方式，分别从政策实

施时间与政策地区分配两个层面进行安慰剂检验。 

    1. 前置政策发生时间的安慰剂检验 

    本文根据反事实思维，依次假定政策提前 1 年和

提前 2 年发生，引入虚拟变量 did_pren，在各批政策

实施的前 n 年取值为 1，其他年份取值为 0，n 分别

取值 1 和 2。若 did_pren 不显著，则有理由相信实施

资源枯竭型城市扶助政策不存在提前反应或其他政策

的干扰。表 4 第(1)(2)列的结果显示，前置政策发生

时间的变量回归系数在统计意义和经济意义上均不

显著，而 did 保持了与基准回归一致的统计显著性与经

济显著性，说明安慰剂检验通过。 

    2. 政策地区分配层面上进行安慰剂检验 

    本文参考谌仁俊和周双双[27]的做法，分别统计三

批进入资源枯竭型城市名单的县市数量，继而在样本

所覆盖的全部区县随机抽取相同的个数，被抽取到的

区县所囊括的企业则为新的处理组，否则为对照组。

重复上述过程 500 次后得到因变量为工业企业 SO2排

放量的 500 个估计系数。若随机分配回归重复 500 次

后，其系数与基准回归系数在统计上存在显著差异，

则可认为基准回归结果非由同期其他政策所致；否

则，基准回归结果的可靠性需进一步审视。图 3 展示

了 500 次随机分配回归的系数核密度图与 P 值散点

图。基准回归系数虽位于随机分配区间内，但主要集

中于[−0.336, 0.336]，近似正态，均值近零，且 P 值多

大于 0.1。这说明在 500 次的随机抽样中，扶助政策对

工业企业 SO2排放量并没有显著效果，基准回归的结果可靠。 

    (四) 稳健性检验 

    1. 改变样本 

    在基准回归分析中，本文使用了可获取范围内的全样本数据。然而，考虑到经济环境、政策变动

等外部因素可能随时间发生显著变化，过长的窗口期可能引入不必要的异质性，影响估计结果的稳定

图 2  政策效应的事件分析 

图 3  政策地区分配层面的安慰剂检验 

表 4  前置政策发生时间的安慰剂检验 

 
(1) 

lnSO2 

(2) 

lnSO2 

did −0.348** −0.402*** 

 (0.142) (0.130) 

did_pre1 0.018  

 (0.160)  

did_pre2  0.150 

  (0.148) 

样本量 195 989 195 989 

调整 R2值 0.823 0.823 

注：所有回归均控制前定变量、企业层面控制变量以及区县、

企业、四位数行业-年份固定效应，表 5、表 7 和表 8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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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可比性。鉴于此，本文剔除了起始年份(2004 年)的数据，仅保留 2005—2012 年的样本进行重新

回归分析。通过实施上述样本调整策略，我们发现表 5 中第(1)列所展示的回归系数结果与基准回归分

析的结论高度一致，这既证明了模型在不同样本集中的稳定性，又增强了研究结论的可信度。 

    2. 聚类层级调整到区县行政层面 

    本文使用了严格的聚类方式，通过将聚类层级从原始的企业、区县与年份交互的双向稳健标准误

调整为颗粒度更细的区县行政级别，能够更准确地反映不同地区间的异质性，并确保模型考虑到更具

体的地区特征。表 5 第(2)列回归的结果显示，调整后的模型仍然保持了主要变量的显著性，并且模型

整体的解释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这表明我们的结果在不同聚类层级下具有一致性，即基准回归的

结果不受不同聚类方式的影响。 
 

表 5  稳健性检验 

变量 

(1) (2) (3) (4) 

改变窗口期 
聚类层级调整到

县级行政区层面

加入更多 

控制变量 

加入省份-年份

固定效应 

DID −0.325** −0.336** −0.411*** −0.343** 

 (0.130) (0.142) (0.024) (0.149) 

其他变量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城市年份固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省份年份固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样本量 178 734 195 989 158 385 195 985 

调整 R2值 0.828 0.825 0.827 0.826 

变量 

(5) (6) (7) (8) 

加入城市年份 

固定效应 

东北地区振兴 

规划政策 

酸雨和二氧化硫

污染防治“十一

五”规划 

大小兴安岭 

林区政策 

DID −0.366** −0.335** −0.337** −0.335** 

 (0.171) (0.164) (0.142) (0.164) 

其他变量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城市年份固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省份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样本量 195 962 195 989 195 989 195 989 

调整 R2值 0.833 0.823 0.823 0.823 
 
 

    3. 加入更多的控制变量 

    资源枯竭型城市在转型以前通常以与资源密切相关的产业作为主导产业，可能存在高污染高排放

问题，因此环境规制是其绿色转型的重要影响因素。此外，区县的发展情况和其他因素也有可能影响

当地企业的 SO2排放量。基于此，本文引入额外的控制变量来排除其他可能干扰研究结果的因素，以

确保核心自变量的影响不是由于其他重要变量而产生的。本文将地级市层面的环境规制变量和区县层

面的人均 GDP、固定资产投资和国有企业数量的对数加入模型之中。其中，环境规制变量通过地方政

府工作报告中与“环保”相关的词汇的字数占报告全文字数的比重来衡量。此方法既能体现政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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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的力度，又有助于缓解内生性问题[28]。鉴于地方政府工作报告通常年初发布，而经济活动则贯穿

整年。回归结果如表 5 第(3)列所示，尽管我们加入了更多的控制变量，但核心自变量的系数仍然显著

为负，即本文的研究结果在考虑更多因素的情况下依然具有统计显著性，证明了结果的稳健性。 

    4. 控制其他政策可能造成的影响 

    为了排除所有在城市层面和省份层面执行的相关政策对识别因果效应造成的干扰，本文在模型(1)

的基础上继续引入了一系列固定效应(省份和年份交互固定效应、城市和年份交互固定效应)。在控制

这些固定效应后，表 5 第(4)列和第(5)列的回归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仍显著为负。 

    此外，在样本期(2004—2012 年)内与资源枯竭型城市扶助政策相关的政策还有 2008 年国家环境

保护总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国家酸雨和二氧化硫污染防治“十一五”规划》的通知、2009

年国务院出台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和 2010 年国

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林业局下发的《大小兴安岭林区生态保护与经济转型规划(2010—2020年)》。

考虑到这些相关政策针对的是区域、经济带层面或一些重点行业，仅仅控制城市和年份的固定效应或

省份与年份的交互固定效应无法排除这些政策的影响，故本文在引入这些政策的虚拟变量后，表 5 第

(6)～(8)列的核心自变量系数仍显著为负。 

    5. 多期 DID 的异质性处理效应分析 

    根据 de Chaisemartin、D’ Haultfoeuille[29]和 Goodman-Bacon[30]的研究，传统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可能会面临异质性处理效应的问题，即资源枯竭型城市扶助政策对每一个企业的处理效应并不完全一

样，从而导致得到的估计系数产生偏误。实际上，由于处理效应异质性的存在，无论选择采用双向固

定效应(TWFE)进行静态还是动态结果的估计，都会存在严重的潜在偏误[31]。传统的估计系数可以被

视为各受处理样本在每个时间点上处理效应的加权平均。虽然权重总和为 1，但可能存在负权重的情

况。如果负权重数量过多，传统的估计系数可能与真实估计系数的符号相反，从而导致不稳健的回归

结果。为解决这一问题，本文先是借鉴 de Chaisemartin、D’ Haultfoeuille[29]的方法讨论负权重的占比，

发现负权重的占比仅为 22.3%，故本文认为基准回归的结果是稳健的。同时，考虑到扶助政策下的企

业存在进入和退出情形，本文得到了考虑多期双重差分法处理异质性时的回归结果，表 6 显示核心解

释变量的系数为−0.432 591 4，并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表 6  考虑多期双重差分法权重异质性的结果 

 Estimate Std_Err LB CI UB CI t p_value 

Effect_0 −0.432 591 4 0.102 005 9 −0.632 522 9 −0.232 659 9 −4.240 846 9 0.000 0 

 

五、机制分析 
 

    从企业污染排放的过程来看，SO2的排放量不仅取决于生产过程，还取决于企业对 SO2排放的处

理情况。现有研究企业绿色转型的文献发现，促进企业减排的手段有很多，如源头治理、末端治理、

规模效应和技术效应等因素都会影响企业的污染排放行为。但在具体的实践中，由于存在各种不确定

性，究竟是哪种因素在发生作用还需要进一步检验。因此在机制分析部分，本文试图分别从企业的能

源使用结构、规模效应和技术效应以及企业的源头防治与末端治理这三个角度，进一步探讨扶助政策

推动企业减排的机制。 

    (一) 转变能源使用结构 

    本文首先验证的是企业是否可以通过改变传统的能源使用结构来降低SO2的排放量。具体操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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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参考谌仁俊和周双双[27]提供的方法，根据《综合能耗计算通则》(GB/T 2589—2020)提供的标准煤

系数
④
将各种能源单位换算为标准煤，再加总企业使用的 5 种能源消费量，得到企业的能源消耗总量。

最后，使用企业煤炭消费量(包括燃料煤和原料煤)占企业能源消耗总量的比重来构造能源使用结构。 

    回归结果如表 7 第(1)列所示，尽管能源使用结构系数呈负向，但未达显著性水平。因此本文认为，

企业未通过调整能源消费结构或增加新能源使用来减少污染排放。这与中国能源使用结构的现状有

关——煤炭占能源储备和开采的绝大部分且相对价格低廉。 

    (二) 减少产量 

    如前所述，企业的污染物排放与其工业产值有直接关系，下一步需要验证的是企业是否通过缩小

生产规模进而间接降低了污染物排放，即验证企业是否通过减产来实现减排的效果。回归结果如表 7

第(2)列所示，企业工业产值的系数为 0.026，意味着扶助政策对企业工业产值的影响并没有减少，反

而增加了 2.6%，但结果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即在资源枯竭型城市扶助政策实施后，企业并没有通过

缩小生产经营规模来减少污染物排放。 

    (三) 技术效应 

    企业污染物排放的减少离不开生产过程中技术水平的提升和治理投资的增加。面对现实的资源困

境和转型难题，企业除了通过改变能源使用结构、缩小生产规模等方式外，还可以通过引进先进适用

的技术、工艺和设备治理污染，从而提高污染去除率或降低污染排放率以实现最终的技术效应。基于

此，本文根据工业企业污染数据库中的统计指标，选取废气治理设施处理能力(单位：标准立方米/时)

加 1 取对数作为企业清洁生产能力的衡量指标，并替换基准回归模型(1)中的被解释变量进行检验。回

归结果如表 7 第(3)列所示，扶助政策使得企业的废气治理设施处理能力显著提升了 97.7%。 

    (四) 源头防治与末端治理 

    扶助政策对工业企业减排的影响效果可以分解为企业在源头防治与末端治理两大减排环节方面

的效果。本文参考陈登科的做法[32]，从“源头”和“末端”的双重视角对企业的治理情况进行分析，

具体将企业 SO2排放的总效应分解为企业 SO2 产生量和 SO2排放率的乘积，分别考察资源枯竭型城市

扶助政策对企业 SO2产生量和 SO2排放率的影响。前者能反映出企业是否在源头通过提升清洁生产技

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等方式减少了污染物的产生，表征企业在源头防治的状况；后者的变化可以

反映企业是否通过引进先进的治污设备和提高污染物处理能力实现了末端治理。 

    表 7 第(4)(5)列展示了回归结果。其中，SO2的产生量下降了 27.9%，SO2排放率下降了 4.7%。即

工业企业通过引进先进适用的技术、工艺和设备对污染进行治理，降低了 SO2的产生量和排放率，实

现了减排的源头防治和末端治理。企业的 SO2 产生量和排放率都呈现下降趋势，这是企业绿色转型成

功的有力证据。基于此可以得出结论：扶助政策实施后，工业企业不仅在源头上采取了防治措施，减

少了污染物的产生，而且在末端治理环节也实现了污染物的有效控制。 
 

表 7  机制分析 

变量 

(1) (2) (3) (4) (5) 

能源使用结构 工业产值
废气治理设施

处理能力 

SO2 

产生量 

SO2 

排放率 

DID −0.110 0.026 0.977*** −0.279* −0.047***

 (0.169) (0.056) (0.339) (0.145) (0.015) 

样本量 162 422 169 556 162 422 196 043 196 043 

调整 R2值 0.821 0.890 0.699 0.826 0.826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年第 30 卷第 6 期 

 

130

 

六、进一步分析 
 

    (一) 扶助政策对于不同行业的减排效果 

首先，本文将工业企业分为重污染行业与非重污染行业两类企业。本文参考 2009 年国务院办公

厅发布的《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方案》，把重点污染源范围中的 16 个行业归为重污染行业。其次，

本文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按行业进行回归，并对重污染和非重污染行业的回归结果进行了可视化分

析。如图 4 所示，在政策实施后，非重污染行业 SO2的排放量显著下降。值得注意的是，电气机械及

器材制造业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因其涵盖电力产生、输送、使用等相关产业，在产业链中属于上游行

业，而扶助政策对上游产业的减排效果并不明显。此外，重污染行业的 SO2排放情况十分复杂。大部

分重污染行业的 SO2排放量明显减少，部分行业的 SO2排放量没有显著降低，反而增加了。 

    针对一些重污染行业的减排效果不明显或不减反增的现象，本文认为不同于一般性的投资，企业

环保投资外部性强、资金占用久、见效慢、机会成本高[32]，短期很难给企业带来经济回报和环境保护

效益。企业环保投资分预防性与治理性两类。预防性投资侧重源头防控，投资于绿色技术与设备研发，

旨在长效治本；治理性投资针对污染排放与废物利用，追求短效治标[33]。《关于促进资源型城市可持

续发展的若干意见》出台后，企业的生态治理责任与地方政府职责需更明确。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环

保的双重压力下，对高污染企业的环保监管力度将不断加大。不同的环保模式也会使企业在样本窗口期

内呈现异质性结果。所以，扶助政策在鼓励重污染行业企业进行绿色转型方面尚有一定的改进空间[34]。 
 

 

图 4  政策对于不同行业的减排效果 

 

    (二) 扶助政策对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减排绩效 

    为了进一步理解资源枯竭型城市扶助政策如何影响SO2排放，本文聚焦于企业所处的产业链位置。

参考林晨等[35]的做法，根据上游度指标的中位数将所有行业分为上游行业和下游行业。表 8 展示了按

上下游企业分类的回归结果，第(1)(2)列显示扶助政策对上游行业的 SO2 减排效果并不显著，但对下

游行业的减排效果十分明显，达到了 74.3%。本文进一步研究了产业链下游的企业进行减排的具体途

径。表 8 第(3)(4)列的结果显示：扶助政策对下游企业的能源使用结构的改变及工业产值的降低并没有明

显的正向影响，这与前文机制分析得到的结论一致。第(5)列的结果表明，扶助政策实施后，下游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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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废气设施治理能力提升了 68.9%。第(6)(7)列的结果表明，下游企业 SO2的产生量和排放率都有所降

低，分别下降了 8.2%和 4.1%，这意味着下游企业无论在源头防治还是末端治理方面均有良好的表现。 
 

表 8  按照上下游企业类别对样本进行分组回归的结果 

变量 
上游行业 下游行业 

煤炭消费占总

能源消耗比重
工业产值

废气治理设 

施处理能力 

SO2 

产生量 

SO2 

排放率 

(1) (2) (3) (4) (5) (6) (7) 

DID −0.139 −0.743*** −0.001 0.098 0.689** −0.082* −0.041***

 (0.192) (0.257) (0.092) (0.064) (0.311) (0.045) (0.015) 

样本量 73 952 117 651 97 713 102 034 97 713 117 651 88 195 

调整 R2值 0.827 0.859 0.64 0.888 0.696 0.83 0.491 

费舍尔组合检验经验

P 值 
0.000*** — — — — — 

 

七、结论 
 

    本文基于国家公布的三批资源枯竭型城市名单，通过多期双重差分法，以 SO2排放为例，探究了

扶助政策对工业企业污染减排的影响效果并得出以下结论：①资源枯竭型城市扶助政策对工业企业污

染减排存在显著的正向效应。财政支持、技术引进等扶助措施鼓励企业采用更清洁的生产技术，并在

源头和末端环节降低了 SO2的产生量和排放率。②异质性分析发现政策对企业减排的影响效果在不同

污染程度和处于不同产业链位置的企业间存在差异，尤其是对下游行业减排的影响效果十分明显。③

机制分析的结果显示，扶助政策通过多种途径推动工业企业实现减排，如通过提升企业的废气治理设

施的处理能力，降低 SO2的产生量及排放率。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启示。 

    第一，资源枯竭型城市扶助政策可以促进工业企业实现减排。中国政府在促进资源枯竭型城市的

产业重构与绿色转型过程中扮演着核心角色。因此，需发挥国内制度优势，更好地体现政府作用。中

央政府应继续加大对资源枯竭型城市的政策支持力度，确保政策持续有效。第二，高污染行业和位于

产业链下游的企业是减排的重点。政府应根据高污染行业和产业链下游企业的特点，制定更为精细的

扶助政策，也要为高污染企业设定严格的整治标准，促进其污染物处理能力达到国家标准。第三，在

资源枯竭型城市扶助政策的实施过程中，政府需促进技术的创新与转移。政府可以通过将企业的生态

环境恢复与治理成本纳入其内部承担范围从而降低企业的污染排放。例如，可以利用绿色信贷政策，

将企业对环境的影响与其信贷融资挂钩，逐步增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注释： 
 

  ① 资源型城市是以本地区矿产、森林等自然资源开采和加工为主导产业的城市，在中国共有资源型城市 262 个，占全国城

市总数的 40%。(《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 年)》) 

  ② 例如 2009 年 7 月 18 日，在甘肃省白银市被列入首批资源枯竭型城市名单后，白银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经济转型办公

室联合发布了《白银市转型规划》。该规划覆盖了白银市下辖的 2 区 3 县，并在产业布局方面详细规划了包括中国科学

院白银高技术产业园、白银西区经济开发区在内的多个开发区和中小企业创业创新基地。 

③  本文针对已匹配的数据采取了以下处理方式：(1)删除企业名称、编码等重要变量缺失的样本；(2)删除异常的样本(资产

负债率大于 1；速动资产比率大于 1 或小于 0；总负债、工业总产值、固定资产值及主营业务收入小于 0；固定资产大

于总资产；全部从业人数年平均人数或年末从业人员合计少于 8 人；企业成立年份早于 1949 年；SO2等常见污染物排

放量大于产生量或为负数、缺失值的企业样本等；不符合一般会计准则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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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 本文使用的企业能源消费总量是燃料煤、原料煤、重油、柴油和洁净燃气 5 种能源消费量之和。5 种能源的折标准煤

系数依次为 0.714 3 千克标准煤/千克、0.714 3 千克标准煤/千克、1.428 6 千克标准煤/千克、1.457 1 千克标准煤/千克、

1.214 3 千克标准煤/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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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the supportive policy for resource-exhausted cities  
promote industrial enterprises to reduce emi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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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of industrial enterprises' pollution emission in China from 2004 to 2012, and 

taking SO2 emission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nfluence and mechanism of supporting policies 

for resource-exhausted cities on industrial enterprises' pollution reduction by using multi-period double 

difference method.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supportive policy for resource-exhausted cities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SO2 emissions by promoting enterprises to strengthen source prevention and end 

treatment, especially improving the treatment capacity of waste gas treatment facilities. The results are 

supported by parallel trend test, a series of placebo test and robustness test. Although the policy failed to 

make enterprises change their energy use structure, it did not force enterprises to reduce production at the 

expense of the economy, either. Further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policy has a heterogeneous impact on 

enterprises in different positions in the industrial chain, and downstream enterprises have achieved greater 

emission reduction effects, which has planted a green background for industrial upgrading in the city. 

Key words: resource-exhausted citie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supportive policy; emission reduction of 

enterprises; industrial 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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